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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使用、垃圾分类知识与自愿垃圾分类意愿
———基于上海市青少年的实证研究

李　 武　 杨吴悦　 艾鹏亚

摘要:研究以一般学习模型为理论基础,通过上海市青少年的调查数据探索社交媒体

使用对青少年自愿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及其发生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受教育年限较

短或中等水平的个体而言,社交媒体使用可以同时通过提升主观环境知识和客观环境知识

促进青少年的自愿垃圾分类意愿;而对于受教育年限较长的个体而言,社交媒体使用则只

能通过提升主观环境知识而改变他们的自愿垃圾分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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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张,我国正面临着“垃圾围城”的问题。 我国每年的生活垃

圾产量约为 4 亿吨,并以每年 8%的速度增长,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1] “垃圾分类”被视为解决垃圾

困境的关键,但因受限于诸多因素在我国一直未得到很好的开展。[2] 2019 年 7 月起,上海正式实施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3] ,成为我国第一个采取强制垃圾分类的试点城市。 虽然垃圾分类举措

在强制性政策的作用下已初显成效,但实施强制性的政策意味着巨大的管理成本,比如雇佣监管者、
安装摄像头等。 因此,今后非常有必要考虑启动自愿垃圾分类政策,发挥个体能动性的作用,节省政

策执行成本和城市管理成本。 研究个体的自愿垃圾分类意愿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是非常有必要的。
垃圾分类行为可以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减轻垃圾对环境的负担,是一种典型的亲环境行为,而媒

介使用是促进人们亲环境意愿和行为的一种有效方式。[4-5] 近年来,社交媒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沟通交流的方式,成为个体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因此,虽然已有研究表明传

统媒体使用对人们的环境知识、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都有正向的影响[6-8] ,但仍有必要进一步检视当

前日益流行的社交媒介使用对个体环保行为的影响。 已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交媒介使用与个体环

保行为的关系[9-12] ,但鲜有研究直接聚焦垃圾分类这个特定的议题,更是缺乏对其内在机制和效应

边界的深入探索。
获取信息是人们使用媒介的一大动机[13] ,而知识是行为改变的前置变量之一[14] 。 也有研究表

明,对于垃圾分类这一需要较多过程性知识的行为(如需要知晓垃圾的类型和分类方法等) ,知识在

预测个体行为中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15] 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索知识在个体社交媒体使用与自

愿垃圾分类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 以往的研究对于知识的测量较为单一,本研究同时引入两种类型

的知识[16] ,以更加细致地比较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在其中所发挥的不同中介效应。
在研究对象方面,本研究聚焦于青少年这一特定人群。 青少年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个体在

这个时期会逐步确定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17] 他们是未来社会的主体,因此提升他们的垃圾分

类知识和提升自愿垃圾分类意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同时,青少年相对于成年人更受外在环境



的影响。[18]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考察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少年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显得更有必要。 此

外,考虑到青少年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本研究将个体受教育年限纳入考察范畴,将此作为调节变量构

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期深入洞察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少年环境知识和环保行为意愿的作用

边界。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问题

(一)理论基础和概念模型

本研究以一般学习模型( General
 

Learning
 

Model,GLM)为理论基础。 该模型始于对电子游戏的

效果研究,后来被广泛用于解释各类媒介接触是否以及如何引发人们的后续行为反应。[19] 根据 GLM
模型,人们的行为变化取决于两类输入变量:情境变量和个人变量。 其中情境变量是指个体周边的

环境特征(如媒介和他人) ,而个人变量包括个体的年龄、年级和自尊等。[20] 该模型进一步指出,学习

往往是上述两类输入变量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果,它们通过影响个体的内在状态(如认知)进而导致个

人行为的改变。[19]

在本研究中,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是典型的情境变量,个体的受教育年限是个人变量,知识

(包括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是个体的内在状态,自愿垃圾分类行为意愿则是行为(意愿)变量,这些

变量之间的关系符合 GLM 模型的核心思想。 因此,本研究以 GLM 为理论基础,构建了用于后续实

证检验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 下面我们将对这些具体的研究假设开展详细介绍。

图 1　 概念模型

(二)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愿垃圾分类行为

亲环境行为指个体有意识地采取减轻对环境负面影响的环境行为,而垃圾分类通过对垃圾的分

类回收,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浪费以及填埋或焚烧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因此是一种典型的亲环境行

为。[21] 除了性别等人口学统计变量以及环境关心和内疚感等心理变量之外[22-24] ,媒介接触和使用也

是影响人们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7-8,25-27] ,这也与 GLM 模型的思想不谋而合。 GLM 模型认为,个体

周边的媒介环境是一种重要的情境变量。 在特定的时间内,情境变量可能变化较大,也可能相当稳

定,个体往往被长期或反复地暴露在相同或类似的情境中。 久而久之,个体对媒介的接触或使用在

很大程度上会对个人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进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倾向或实际行为。[28]

已有诸多实证研究表明,媒介接触或使用对人们亲环境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 从信息获取的角

度来说,媒介是公众接触环保信息的重要渠道,并从中增强对环保议题的理解。[5] Lee 和 Cho 的调查

进一步发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公众接触环境议题的最常用媒介。[4] 而除了直接获取信息的功能

之外,社交媒体还兼具人际交流的功能。 事实上,社交媒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沟通交流

的方式,使得线上交流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通过强化人际传播效应来影响人们的亲环境行

为,社交媒体可以发挥比传统媒体更为重要的作用。[12]

简言之,以往的研究发现有力地支持了媒介使用(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亲环境行为的正

向影响。 由于垃圾分类是一种亲环境行为,所以媒介使用同样会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影响。 行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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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通常是行为的直接预测因素,在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中也常常作为行为的替代变量。[27] 近期 Ma 和

Zhu 的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提升了他们的垃圾分类意愿,作者进而认为出现这种效果的

主要原因是互联网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意识到开展垃圾分类所能带来的诸多益处。[29] 基于以上的

讨论,本研究认为通过使用社交媒体,青少年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有关垃圾分类的信息,并且就此话

题与他人开展交流和讨论,从而提升自身的自愿垃圾分类意愿,即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 1: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可以正向预测其自愿垃圾分类意愿

(三)垃圾分类知识的中介作用

根据 GLM 模型,输入变量往往通过影响个人的内在状态从而改变他们的后续反应,其中认知是

最为重要的状态之一。 具体而言,某些情境变量的输入会提升个体在某些方面的认知水平,比如知

识、信念、态度和期望等。[19] 在本研究中,我们聚焦于与垃圾分类有关的环境知识,包括客观知识和

主观知识。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环境知识是个体对与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相关的事实、概念和关系的一般

理解。[30] Brucks 将知识分为两种形式: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31]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客观知识

是个体本身在客观层面上所拥有的知识,也被称为事实知识,即个体对准确信息真实的理解,前提是

掌握事实信息。 与此相对应的,主观知识类似于“元认知” ( Metacognition)的概念———个体对认知加

工的知识和控制。[32] 换言之,这是个体对自身知识量的感知,是个体的主观感受,但并不代表他们实

际掌握多少。 鉴于客观及主观知识的差异性,本研究特别区分了这两种知识,并同时将它们作为中

介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中。
一方面,媒介在环境知识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功能。 对于客观知识而言,Brother 等人发现

观看电视上的环境新闻可以显著提高观众的环境知识得分[6] ,Chan 发现香港中学生观看电视新闻

的频次与他们的环境知识正相关[7] ,Tlebere 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大学生的环境知识得分在他们利用社

交媒体开展环保运动后得以有效增长。[33] 对于主观知识而言,Li 在中国三座城市展开调查后发现,
使用新媒体可以积极预测人们对雾霾的主观认知。[34] 也有研究同时考察了媒介使用对主观及客观

知识的影响,如 Ho 等人的研究表明个体对新闻的关注程度正向预测他们的客观和主观科学知

识[16] ,Su 等人同样发现人们对报纸和电视上的科学信息的关注与自身的客观及主观知识均正相

关。[35] 但也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 Chang 等人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正向影响个体的主观知识,却
负向影响客观知识。 作者认为可能是因为社交媒体上存在一些错误或虚假信息,虽然用户(错误地)
认为自己获取了知识(即主观知识) ,但事实上阻碍了他们对客观知识的掌握。[36] 因此,鉴于以往研

究结果的不一致性,有必要就媒介使用对两种类型的知识的影响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另一方面,环境知识对于亲环境行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前置条件。 一个缺乏环境知识的个体可

能很难理解环保的目的和意义[37] ,而具备足够知识的个体则会更容易、更深刻地意识到环境问题,
从而表现出更强烈的亲环境态度和行为。[38-39] 以往也有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掌握高水平的环境知识

对多种亲环境行为都会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例如绿色消费意愿[40-41] 、绿色出行[42] 以及本研究所涉

及的垃圾分类行为。[43-45]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实证研究往往是围绕客观知识展开的[46] ,鲜有

研究考察主观知识对行为意愿的预测作用。 Gifford 和 Nilsson 对亲环境行为的文献进行综述后认为,
虽然个体的主观知识有可能是错误的,但它往往比客观知识能够更好地预测后续的亲环境行为。[47]

Pieniak 等人基于用户消费有机蔬菜的研究情境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48]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作为前置变量能够有效地影响自身的环境知识,后
者又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自愿垃圾分类意愿。 考虑到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的联系和区别,本研究分别

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 2:客观知识在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愿垃圾分类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3:主观知识在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愿垃圾分类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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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教育年限的调节作用

在 GLM 模型中,个人变量主要是指可能会影响人们基于情境变量(如媒介或他人)进行学习的

有关能力方面的变量,比如年龄、年级、自尊等。[19] 这些跟个人有关的变量往往跟前面提及的情境变

量相互影响,共同提升或阻碍学习过程和结果。 事实上,除了 GLM 模型之外,有关攻击或亲社会行

为的几乎所有社会认知模型也都认同个人变量和当前情境变量的这种组合效应,他们将发生交互作

用,共同影响个体的内在状态。[49]

对于个体变量和情境变量交互作用的具体可能性,传播学经典的“知沟”假设可以给予我们一些

启示。 在最初的知沟研究中,Tichenor 等人认为个体已有的知识储备会影响他们从媒介中获取知识

的效率,而通常已有知识水平较高的人,越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媒介所传播的知识。[50] 但是这一观点

并不一定成立,因为原有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可能会出现“天花板效应” ( Ceiling
 

Effect) :当受教育程度

高或受教育年限较长的个体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环境知识,媒介上他们没有接触过的新信息就会越来

越少,因此媒介使用对于知识的增加效果就会减弱。 相反,受教育程度更低或受教育年限较短的个

体反而能够从媒介中受益更多。[51] 此外,认知技能、背景知识在媒介对知识获取中的作用也与媒介

形式有关,例如看电视所需的认知技能、背景知识较少,所以它可能更有效地向教育水平更低的受众

传递信息。[5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对于知识的考量大多基于个体的客观知识。 从表面来看,受教

育程度对媒介使用与主观知识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似乎应当与客观知识一致,但实际情况有可能并

非如此。 Mattila 和 Wirtz 发现个体对知识掌握程度的主观衡量会与实际掌握程度不符,客观知识水

平高的人会低估自己的知识水平,而主观知识水平高的人则会高估自身具备的知识水平。[52] 在一些

直接针对“知沟”假设进行检验的实证研究中,也有学者确实发现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与媒介使用对客

观和主观知识的交互作用存在差异。 例如 Chang 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与社交媒

体对客观知识的交互作用在 0. 0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但对主观知识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负向交

互作用。[36]

由此可见,一方面,个体变量(个体的受教育年限)会与当前的情境变量(媒介使用)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后续的认知状态。 另一方面,关于两者具体的交互作用存在不同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果。
因此,本研究基于自愿垃圾分类研究情境对这个问题开展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即提出以下两个研究

问题:
研究问题 1:受教育年限是否调节以及如何调节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与客观知识的关系? 受教

育年限又是否调节客观知识在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愿垃圾分类意愿的中介效应?
研究问题 2:受教育年限是否调节以及如何调节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与主观知识的关系? 受教

育年限又是否调节主观知识在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愿垃圾分类意愿的中介效应?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步骤

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为青少年。 结合世界卫生组织对青少年的定义[53] 及我国国

情,本研究涉及的青少年是指 10 ~ 18 岁之间的群体。 因此,选取上海地区的在校初中生和高中生作

为研究样本。 在正式开展问卷调查之前,本研究邀请三位传播学研究生对题目措辞进行反复推敲,
并根据讨论结果完善了部分题项的语言表述。

正式问卷于 2020 年 9 月份启动。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工作历时大约三

个月。 具体步骤包括:①将上海 16 个行政区分为四大板块:浦西城区、浦西郊区、浦东内环内、浦东

内环外。 这里将浦东新区作进一步区分,是考虑到浦东面积较大,既有繁华的城区,也包括偏远的郊

区,浦东内环内外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城区和郊区。 ②在浦西城区、浦西郊区、浦东内环内、浦东

内环外各随机抽取一所初中和高中。 ③联系这些学校的负责人,如果对方不同意,则在各自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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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随机抽取一所学校,直到被抽中的学校允许我们开展问卷调查。 ④随机抽取班级,并通过班主任

利用课间发放纸质版问卷。 最后共收集到 628 份问卷,在剔除含缺失值和前后填答存在矛盾的无效

问卷后,共保留 606 份有效问卷用于后续的数据分析工作。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包含社交媒体使用、客观知识、主观知识、垃圾分类意愿和受教育年限这五个核心变量。
社交媒体使用。 参考崔迪[54] 、Ho 等人[27] 对媒介使用的测量,本研究询问了受访者利用社交媒

体开展以下两种行为的频率:①从社交媒体上获取垃圾分类信息;②与他人(包括家人、朋友、同学或

其他网友等)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垃圾分类问题。 受访者根据李克特五级量表( 1 = 从不,5 = 总是)进

行自我汇报。 本研究将这两道题目的平均值作为社交媒体使用的测量值,该测量具有良好的内在一

致性( α
 

=
 

0. 8150) 。
客观知识。 本研究对客观知识的测量量表源自洪大用等人[55] 设计的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和上

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测量手段参考的是当前对客观知识测量的常用方法[16,35] 。 具体而言,本研

究选用十道垃圾分类常识问题作为对客观垃圾分类知识的测量:①废织物(如毛绒玩具、床单)属于

可回收物(正确) ;②过期的风干食品属于干垃圾(错误) ;③花瓣和枝叶属于湿垃圾(正确) ;④充电

电池、纽扣电池、蓄电池属于有害垃圾(正确) ;⑤旧毛巾属于可回收物(错误) ;⑥湿垃圾采用焚烧的

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错误) ;⑦纸巾(如卫生纸、厕纸)属于可回收物(错误) ;⑧餐饮服务提供者不

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羹匙等餐具(正确) ;⑨垃圾处理不当会导致土壤和地下水体遭到

污染(正确) ;⑩饮料瓶中剩余饮料可以与瓶身一起丢弃(错误) 。 受访者对以上表述逐一作出判断:
“正确” “错误”或“不知道” 。 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对选项进行重新编码,若回答者的判断正确,则将单

个题项得分记为 1,若判断错误或选择“不知道” ,则记为 0。 对这十道题目的分值进行加总后的分数

即为受访者的垃圾分类客观知识。
主观知识。 参考常用的对主观环境知识的测量方式[16,35] ,本研究设计了包含四个问项的量表用

于衡量受访者的垃圾分类主观知识。 这四个问项具体包括:生活垃圾的分类标准和投放规则、生活

垃圾分类相关的条例法规、生活垃圾分类后续集中处理方式、生活垃圾不当处理所带来的危害。 受

访者就自己对以上问项的了解程度作出判断( 1 = 非常不了解,5 = 非常了解) ,本研究将其平均值作

为受访者的垃圾分类主观知识。 数据分析表明,该变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α =
 

0. 8470) 。
自愿垃圾分类意愿。 本研究将自愿垃圾分类意愿(而非垃圾分类行为)作为因变量,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考虑:①虽然强制性垃圾分类举措在所调查地区已初显成效,但在今后仍非常有必要启

动自愿垃圾分类政策,从而降低管理成本。 因此,了解影响个体自愿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仍然非常

有必要。 ②从测量技术的角度来看,如在上海地区直接测量个体的垃圾分类行为,由于当前的强制

性分类政策极有可能导致该变量的测量结果缺乏足够的变异,使得我们无法探究社交媒体使用对垃

圾分类行为的真正影响。 ③研究表明,意愿能够较好地预测用户的实际行为。[56] 因此,尽管我们考

察的是个体自愿垃圾分类意愿,但这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个体的自愿垃圾分类实际行

为。 在具体测量方面,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1 = 非常不愿意,5 = 非常愿意)测量受访者在不

强制要求垃圾分类情况下进行垃圾分类的意愿。
受教育年限。 以小学一年级作为接受正式教育的起点,根据受访者的年级来确定其受教育年

限。 例如,初一学生的受教育年限为 7 年,高一学生的受教育年限为 10 年。

四、数据分析

(一)描述统计分析

在有效样本中,女生占比 53. 63%,男生占比 46. 37%,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比例分别为 60. 56%和

39. 44%。 年龄范围为 11 岁至 18 岁( M = 14. 22,SD = 1. 98) 。 来自浦西城区的学生占比 26. 07%,浦
西郊区占比 22. 28%,浦东新区占比 51. 65%。 在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具备本科学历(含大专)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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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比例为 81. 68%。
核心变量的相关分析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客观知识、主观知识和自愿垃圾分类意愿这四个变量

的两两皮尔森相关系数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受教育年限与上述四个变量的两两相关系数呈现出

不同的相关模式。 具体而言,社交媒体使用、客观知识和受教育年限显著正相关,主观知识和受教育

显著负相关,而自愿垃圾分类意愿和受教育年限的相关系数不显著。
(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利用方杰等人[57] 推荐的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并采用 Hayes[58] 编制的 SPSS 的 PROCESS 插件进行具体的操作。 选择模型 7,在控制了性别之后,检
验在不同的受教育年限的水平上,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通过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的中介对其自愿垃

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及其发生机理。 为了更好地比较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对客观

知识与主观知识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测量单位对系数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在控制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后,社交媒体使用仍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自愿垃圾分

类意愿(β= 0. 0901,p= 0. 0263) ,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 1。 此外,社交媒体使用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

垃圾分类客观知识(β= 0. 5447,p= 0. 0032) 和垃圾分类主观知识( β = 0. 3589,p = 0. 0471) 。 青少年

的受教育年限对社交媒体使用与客观知识的关系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 β = -0. 0502,p = 0. 0264) ,对
社交媒体使用与主观知识之间的关系不存在调节效应( β = -0. 0066,p = 0. 7642) 。 将受教育年限按

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方式进行划分,则受教育年限对社交媒体使用与两种知识的关系的调节作用

如图 2 所示。 由图可知,社交媒体使用对客观和主观知识均有增加的效应,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
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对客观知识的增加效应有所减弱,而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知识的增加效

应几乎没有变化。

表 1　 模型中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F 系数 标准误 p LLCI ULCI

客观知识

社交媒体使用 0. 2572 0. 0662 10. 6475 0. 5447 0. 1839 0. 0032 0. 1835 0. 9059

受教育年限 0. 2303 0. 0636 0. 0003 0. 1054 0. 3552

交互项 -0. 0502 0. 0226 0. 0264 -0. 0945 -0. 0059

主观知识

社交媒体使用 0. 3182 0. 1013 16. 9295 0. 3589 0. 1804 0. 0471 0. 0046 0. 7133

受教育年限 -0. 0643 0. 0624 0. 3034 -0. 1868 0. 0583

交互项 -0. 0066 0. 0221 0. 7642 -0. 0501 0. 0368

自愿垃圾

分类意愿

客观知识 0. 3233 0. 1046 17. 5433 0. 1043 0. 0381 0. 0064 0. 0295 0. 1790

主观知识 0. 2333 0. 0391 0. 0000 0. 1565 0. 3102

社交媒体使用 0. 0901 0. 0405 0. 0263 0. 0107 0. 1696

　 　 注:交互项 = 社交媒体使用×受教育年限

根据直接效应检验的置信区间,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对其垃圾分类意愿存在直接效应(95%
 

CI
= [0. 0107,0. 1696] ) 。 根据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指标,受教育年限对客观知识的中介效应存在调节

作用(95%
 

CI
 

= [ - 0. 0144, - 0. 0004] ) ,对主观知识的中介效应不存在调节作用 ( 95%
 

CI
 

= [ -
0. 0137,0. 0095] ) 。 为进一步检验客观及主观知识在不同的受教育年限水平上的中介效应,本研究

采用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方法,将受教育年限根据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计算方式分为三组,进行

5000 次有放回的抽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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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受教育年限对社交媒体使用与客观知识及主观知识关系的调节作用示意图

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客观知识而言,当受教育年限为低和中的时候,其中介效应存在,效应量分

别为 0. 0236( SE = 0. 0120,95%
 

CI = [ 0. 0056,0. 0534] ) ,0. 0140 ( SE = 0. 0079,95%
 

CI = [ 0. 0026,
0. 0344] ) ,但是对受教育年限高的个体而言,客观知识的中介效应 95% 置信区间包含 0 ( SE =
0. 0079,95%

 

CI = [ -0. 0073,0. 0254] ) ,即中介效应不存在。 由于客观知识的中介效应依赖于受教

育年限,在一些条件下其中介效应成立,因此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 2。 对于主观知识而言,无论

受教育年限是高是低,主观知识的中介效应均存在,效应量依照受教育年限由低至高分别为 0. 0739
( SE = 0. 0210,95%

 

CI = [ 0. 0383,0. 1216] ) ,0. 0711 ( SE = 0. 0192,95%
 

CI = [ 0. 0376,0. 1134] ) ,
0. 0683( SE = 0. 0227,95%

 

CI = [0. 0295,0. 1196] ) ,该结果很好地支持了假设 3。

五、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以 GLM 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通过问卷法对该模型进行了

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少年自愿垃圾分类意愿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
且发现受教育年限作为个人变量与社交媒介作为情境变量具有交互作用。 一方面,青少年的受教育

年限对社交媒体使用与客观知识的关系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对社交媒体使用与主观知识的关系则

没有调节作用。 另一方面,受教育年限对客观知识的中介作用存在调节作用,而对主观知识的中介

效应不存在调节作用。
(二)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越频繁,其自愿垃圾分类意愿就越强。 该研究结论较好

地验证了 GLM 模型对媒介使用效果的预测力。 作为一种同时具有信息获取和人际交流的互动媒

介,社交媒体在影响青少年的亲环境行为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Bandura 的社会学习理论( Social
 

Learning
 

Theory)也为该研究结果提供了很好的解释视角。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人们可以通过观察他

人的行为来间接学习特定的行为。[59] 由于个体的时间和资源都比较有限,因此他们不能完全通过个

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来获取所有的知识,而媒介接触是他们习得知识和改变行为的重要渠道。 事实

上,有研究表明人们通过接触媒介中的信息和学习媒介中的榜样人物将会重塑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模

式。[60]通过社交媒体,青少年可以获取有关垃圾分类的环保信息,也可以就这些信息与他人开展交

流和讨论,这些行为对他们的垃圾分类知识和自愿垃圾分类意愿都有较好的提升作用。
其次,本研究区分了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并发现受青少年受教育年限对社交媒体使用与这两

种类型的知识的关系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不调节社交媒体使用与主观知识的关系,但负向显著

调节社交媒体使用与客观知识的关系。 相对于主观知识,客观知识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个体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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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水平。[16] 不同于经典的“知沟”假设,本研究结果支持“知沟缩小”的观点。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差

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的“天花板效应” 。 相对于受教育年限较短的青少年,
接受更长年限的学生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学校课堂教育、家庭教育或平常的媒介使用)已经获得

更多的垃圾分类知识。 当他们对垃圾分类知识的掌握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知识的“天花板效

应” 。 换言之,如果青少年已经掌握了较多的客观知识,他们从社交媒体使用中所获益的程度就会低

于知识水平低者。
最后,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来看,本研究发现主观知识的中介效应在所有受教育年限水平上都

存在,并且社交媒体使用对任意受教育年限的个体的主观知识都具有相似的增加效果。 这一研究结

果同样可归因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所存在的差异性。 由于主观知识是个体对自身客观知识的主

观评估,因此不像客观知识那样存在“天花板”效应。 不论青少年对于客观知识掌握如何,通过社交

媒体接触垃圾分类信息并与他人开展相关的讨论和交流都可以有效提升个体对于自己知识存量的

感知,进而促进自愿垃圾分类意愿。 此外有趣的是,将主观知识及客观知识标准化之后,在任何受教

育年限水平上,主观知识的中介效应量均大于客观知识。 这也充分说明了主观知识虽然不如客观知

识能够更加地反映个体的真实水平,但它作为体现自我效能的指标却可以更好地预测后续的行为倾

向和实际行为。[47]

(三)实践价值

除了上述的理论价值之外,本研究对于提升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自愿垃圾分类意愿也有一定

的实践意义。 首先,要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在垃圾分类政策推广和环保知识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除了

制作高质量的内容并投放在社交媒体之外,还要鼓励青少年通过社交媒体对相关的议题进行讨论和

交流,从而有效地激发他们自愿垃圾分类的意愿。 其次,由于客观和主观知识在社交媒体使用和自

愿垃圾分类意愿的关系中都扮演中介作用,今后要重视青少年有关垃圾分类环保知识的教育工作。
考虑到主观知识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前置变量,所以尤其需要提升青少年的垃圾分类主观知识,例如

可以对他们已有的垃圾分类知识表示赞赏,鼓励他们利用自己拥有的知识进行实践和行动。 再次,
鉴于受教育年限对社交媒介使用和客观知识关系的调节效应,需要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的媒介技能和

素养,使得低年级青少年可以充分借助社交媒体使用帮助自己掌握更多有关垃圾分类的客观知识。
另外,对于高年级青少年来说,由于他们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环保客观知识,可以引导他们通过社交

媒体参与分享和讨论工作,“以大带小” ,发挥他们在传播环保知识中的作用。
(四)不足与展望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本研究数据源自上海地区的青少年群体。 由于上海市

已经实施了垃圾分类政策,因此难以将本研究结论推广至尚未实施该政策的城市。 未来可以在已经

实施和尚未实施垃圾分类政策的城市中分别抽取样本,开展对比研究以提高结论的可推广性。 其

次,本研究是横截面数据,难以揭示长期使用过程中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是否产生变化,未来可加强

纵向调查,进一步检视媒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另外,在对媒介使用与知识获取的关系的探讨方

面,除了受教育年限的调节作用,今后也可考察其他个体变量存在的潜在作用。 最后,本研究关注的

是社交媒体使用视角,未来的研究可以尽可能寻找其他变量,从而帮助我们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影

响青少年自愿垃圾分类意愿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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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edia
 

Use,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Voluntary
 

Garbage
 

Sorting
 

Inten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Adolescents
 

in
 

Shanghai

Li
 

Wu,Yang
 

Wuyu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i

 

Pengya(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bstract:Basing
 

on
 

the
 

General
 

Learning
 

Model,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conceptual
 

model
 

to
 

provid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use
 

on
 

adolescents’ intention
 

toward
 

voluntary
 

gar-
bage

 

sorting. Based
 

on
 

the
 

surve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hanghai,the
 

study
 

found
 

that
 

social
 

media
 

use
 

directly
 

predicted
 

individuals’ intention
 

and
 

their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knowledge,and
 

their
 

education
 

level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use
 

and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Data
 

anal-
ysis

 

of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revealed
 

that
 

social
 

media
 

use
 

positively
 

influenced
 

adolescents’
 

in-
tention

 

via
 

two
 

types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mong
 

individuals
 

with
 

low
 

or
 

middle
 

educational
 

levels,
whereas

 

only
 

subjectiv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use
 

and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
 

among
 

individuals
 

with
 

high
 

educational
 

level.
Key

 

words:social
 

media
 

use;voluntary
 

garbage
 

sorting;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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